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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构想(Conceptual Framework)· 

组织社会化视角下员工组织公民行为动态变化趋势 

及其形成机制* 

张靓婷 1  王  斌 2  付景涛 1 

(1 海南大学管理学院, 海口 570228) (2 上海大学管理学院, 上海 200444) 

摘  要  日益复杂多变的市场竞争环境对组织的灵活性和适应性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

在这一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 因它能有效提高组织在不确定环境下的生存能力和核心竞争力、提升组织的绩

效水平。虽然已有大量研究关注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 但研究者多采用相对静态的研究范式, 而忽视了组织公

民行为的长期动态变化趋势。基于组织社会化视角, 本研究重点关注新员工和工作变更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的

长期动态变化趋势、探索影响组织公民行为动态变化趋势的内在机制和边界条件, 以期为培养和激发员工持

续性高水平的组织公民行为提供可参考的理论依据。 

关键词  组织公民行为, 动态性, 组织社会化, 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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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组织公民行为是用于维持和增强组织的社会

和心理环境以支持任务绩效的行为(Organ, 1997), 

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的展现对个体、团队和组织均

具有重要的意义。现有文献表明, 员工组织公民

行为能够提升员工的绩效评价水平、员工的工作

满意度(Chuang et al., 2019; 颜静 等, 2017; Lavy 

& Littman-Ovadia, 2016), 还利于团队改正错误、

提升团队决策效率、促进团队创新和核心竞争力

的提升(Marinova et al., 2019; 邓今朝 等, 2018; 

陈文平 等, 2013)。然而, 长期维持员工高水平的

组织公民行为却困难重重, 我们常常能在组织中

观察到一些乐于助人或建言的员工变得被动或沉

默。因此, 如何激发并维持员工持续性且高水平

的组织公民行为成为管理者和研究者关注的重点

问题。现有对组织公民行为的研究虽已成果丰硕, 

但绝大多数文献均以静态模型作为组织公民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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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基础。尽管静态模型能够解释在某一时间

点为什么一些员工相较于其他员工会表现出更多

的组织公民行为, 但是却无法解释员工组织公民

行为的变化性, 从而无法较好的回答上述的管理

实践问题。事实上现有研究也发现, 组织公民行

为具有动态性特征, 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展现出个

体内部的变化性(Bolino et al., 2012; Chuang et al., 

2019; Dalal et al., 2014; Podsakoff et al., 2009)。因

此, 从动态性的视角探究员工组织公民行为随时

间的变化能为我们深入理解组织公民行为的本质, 

激发并维持员工持续性高水平的组织公民行为提

供指导。然而时至今日, 从动态的视角研究员工

组织公民行为的文献却十分有限。 

在有限的组织公民行为动态研究的文献中 , 

学者们主要采用两种方式展开研究, 一种是交叉

滞后法 (Sessions, et al., 2020; Tepper et al., 2004; 

Vigoda-Gadot & Angert, 2007), 另一种是经验取

样法  (Chuang et al., 2019; Glomb et al., 2011; 

Hafenbrack et al., 2020; Koopman et al., 2016; 

Methot et al., 2016)。交叉滞后法和经验取样法虽

然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的

动态变化, 但也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交叉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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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仅测量员工组织公民行为在前后两个时点间的

变化, 容易产生错误的研究结论, 进而增大了第

二类错误发生的概率。而经验取样法仅能描绘组

织公民行为在相对较短时间内的变化, 变化幅度

会存在较大波动, 无法准确反映员工组织公民行

为相对长期的变化模式。 

从长期来看, 员工在组织中会发展或形成一

种相对稳定的行为模式, 这是因为随着工作经验

的积累和信息获取数量的增加, 员工的不确定性

感知会逐渐降低 , 对环境的预测能力会逐渐升

高。在这种情境下, 员工为维持现状, 会倾向于在

组织中表现一种相对稳定的行为模式, 同时这一

稳定的行为模式一旦形成便不易受其他因素的影

响 (Ashforth & Lee, 1997; Methot et al., 2016)。因

此, 组织若希望员工能够展现出持续性且高水平

的组织公民行为, 需在员工形成这一相对稳定的

行为模式之前, 即新员工入职或现有员工发生工

作岗位变更或工作方式调整的阶段就对这一行为

进行干预, 以保证员工在之后的职业生涯发展过

程中能够展现出持续性且高水平的组织公民行

为。新员工入职或现有员工发生工作岗位变更或

工作方式调整时均会经历组织社会化的过程(组

织社会化被定义为是个体为满足组织的角色需

求、内化为组织中的一员所进行的价值观、能力

和行为等方面的学习和重建过程 ; Louis, 1980), 

持续的时间相对较长, 对员工的冲击力相对较大

且是组织中所有员工都会经历的过程, 在这一过

程中员工的行为模式会发生较大的变化, 因此探

究员工组织公民行为在组织社会化阶段的变化趋

势, 并分析影响这一趋势可能的解释变量和作用

边界, 能为组织改变或塑造员工特定的行为模式, 

培养和激发员工稳定且持续性的组织公民行为提

供可参考的框架。同时, 考虑到组织公民行为是

一个多维构念, 本研究拟在组织社会化视角的基

础上, 对组织公民行为的类型进行区分, 以进一

步细化组织公民行为的动态理论。 

本研究拟解决的关键问题如下：(1)组织社会

化视角下, 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的变化趋势是怎样

的？(2)组织社会化视角下, 不同群体和不同类型

的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的变化趋势是否存在显著性

差异？(3)组织社会化视角下, 影响员工组织公民

行为变化趋势的主要解释变量有哪些且这些变量

的解释效果如何？(4)组织社会化视角下, 员工组

织公民行为变化趋势的主要边界条件有哪些且这

些边界条件是如何影响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的变化

趋势的？ 

2  国内外研究现状 

2.1  组织公民行为的动态研究 

组织公民行为是用于维持和增强组织的社会

和心理环境以支持任务绩效的行为(Organ, 1997)。

通过对组织公民行为的研究进行整理发现, 大部

分研究是基于静态的视角和横截面的数据得到的, 

仅有少量的研究成果是基于动态视角和纵向数据

(本研究将其称之为动态模型)。在有限的动态性研

究中(此处仅关注发表于高水平期刊的文章, 具体

的总结如表 1 所示), 部分学者采用交叉滞后法探

讨组织公民行为和其他变量间随时间变化的相关

系数, 以探究变量间严谨的因果关系。如 Raver

等学者(2012)的研究表明 , 团队的助人规范能够

预测团队成员未来的助人行为。对于采用经验取

样法的研究, 学者们则大多以相对短期的时间间

隔作为组织公民行为动态性研究的基础。如

Koopman 等(2016)依据认知-情感过程框架和资源

保存理论, 采用经验取样法对 82 名员工进行了为

期十天的调查, 发现个体的组织公民行为能够通过

影响个体每日的积极情感进而影响其主观幸福感。 

2.2  组织公民行为与组织社会化 

组织社会化是一个持续时间较长的动态过程, 

因此现有对组织社会化与组织公民行为的研究也

大多基于动态性的视角探究具体的组织社会化内

容(如任务熟练度、人际关系、组织政治、语言、

组织目标和价值以及历史)和社会化策略(组织主

导型策略和个体主动型策略)对员工组织公民行

为的影响且研究对象大多聚焦于新员工 , 如

Benzinger (2016)发现, 组织对临时工和正式工所

实施的差异性组织社会化策略会增强不同类型员

工的信息寻求行为, 加快其组织社会化进程。 

相较于组织社会化内容和组织社会化策略的

研究, 从组织社会化过程的视角探究员工组织公

民行为变化的研究却十分罕见。事实上, 组织社

会化的过程其实质是不确定性减少的过程, 不确

定性降低理论能够为这一过程提供合理性的解

释。当新员工进入组织或组织内部员工经历工作

调整后, 其工作角色、关系网络或组织环境都将

发生一定程度的改变, 此时个体难以充分地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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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组织公民行为动态研究的现状 

研究方法 代表性文献 研究属性 研究局限(方法) 研究局限(理论) 

交叉滞后法 Raver et al., 2012; 

Vigoda-Gadot & 
Angert, 2007; Blakely 
et al., 2003; Koys, 
2001; Donaldson et al., 
2000;  

通过获得变量自身和变量间

随时间变化的相关系数 , 来

探究变量间严谨的因果关系

以线性研究为主且通常仅测

量员工组织公民行为在前后

两个时点间的变化 , 容易产

生错误的研究结论 , 从而增

大了第二类错误发生的概率。 

经验取样法 Hafenbrack et al., 2020; 
Chuang et al., 2019; 
Koopman et al., 2016; 
Dalal et al., 2014; 
Glomb et al., 2011;  
Ilies et al., 2006;  

通过探讨相对短期的(如几分

钟、几小时、几天或几周)员

工情感或情绪等对员工组织

公民行为的影响 , 来论证组

织公民行为的动态变化性 

以线性研究为主且仅能描绘

组织公民行为在相对较短时

间内的变化 , 变化幅度会存

在较大波动 , 无法准确反映

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相对长期

的变化模式 

现有的动态研究较

为分散, 缺乏统一的

理论框架来解释员

工组织公民行为的

动态变化性 

 

和准确地预测所处的环境, 引发较高的不确定性

感知(Zhu et al., 2016)。个体会通过采取不同的主

动性社会化策略(如组织公民行为)对自身的角色

定位进行理解、对他人行为模式的偏好进行认知

以及对组织价值观进行内化等来降低自身的不确

定性感知 (Strojny et al., 2016), 增强对环境的预

测能力。而个体不确定性感知的变化又会进一步

影响员工主动性社会化策略的选择。可见不确定

性降低理论能够为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的变化提供

解释依据, 因此, 本研究拟以不确定性降低理论

为基础, 从组织社会化过程的视角对员工组织公

民行为的变化趋势进行深入的探索, 以期理解员

工组织公民行为变化的内在逻辑, 并为组织激发

员工持续性且高水平的组织公民行为提供可参考

的框架。 

2.3  文献述评 

通过对相关文献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回顾, 本

研究发现虽然现有对组织公民行为的研究已取得了

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 但仍然存在有待完善之处。 

首先, 针对组织公民行为的动态研究相对较

少且聚焦于探讨相对短期的变化。尽管已有学者

呼吁(Methot et al., 2016), 应深化对员工组织公民

行为动态变化过程的研究, 但研究组织公民行为

动态性的文献却十分有限。在有限的动态性文章

中, 学者们主要采用经验取样法探讨相对短期的

情感、情绪等变量对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

虽然经验取样法能够反映个体组织公民行为的变

化性, 但其只能捕捉组织公民行为在短期内的变

化, 变化幅度会存在较大波动, 无法准确反映组

织公民行为相对长期的变化趋势。事实上, 了解

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相对长期的变化模式, 能够为

人们更好地理解和激发员工持续性高水平的组织

公民行为提供基础。 

其次, 忽视了组织社会化过程在塑造员工组

织公民行为方面的作用。现有关注组织社会化与

员工组织公民行为关系的研究中, 学者们大多仅

关注具体的社会化内容和社会化策略对员工组织

公民行为的影响。事实上, 组织社会化是一个动

态演变的过程, 仅关注具体的社会化内容和策略

对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 限制了人们对二者

间关系的理解。从组织社会化过程的视角分析员

工组织公民行为的变化趋势, 对于深入理解二者

间的关系, 预测员工职业生涯的成功与否均具有

重要的意义。 

再次, 员工组织公民行为不同维度间的动态

比较分析有待探索。现有研究虽然探讨了组织公

民行为的不同维度与其他变量间的因果关系, 但

这些研究均未从时间动态性的角度探究组织公民

行为不同维度间变化趋势的异同。事实上, 随着

时间的推移, 员工组织公民行为不同维度间的变

化量并非是等同的, 因此, 对组织公民行为的类

型进行区分, 探究在组织社会化过程中, 员工组

织公民行为不同维度间变化趋势的异同, 为人们

更为细致的理解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 激发员工

不同类型的组织公民行为提供了指导。 

最后, 缺乏统一且动态性的框架解释员工组

织公民行为变化的成因和作用边界。虽然现有研

究已从多个角度检验了各类因素(如员工组织公

民行为动机等)对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 但这

些研究大多是以单一时点作为研究的基础, 缺乏

对动态影响效应的关注。在少数动态性研究中 , 

学者们大多依据自身研究视角的不同选取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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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来分析员工组织公民行为变化的成因, 而缺

乏统一的理论框架来清晰的解释员工组织公民行

为变化的内在机理和作用条件, 这就使得人们无法

全面理解和把握员工组织公民行为变化的本质。 

3  研究构想 

基于以上分析 , 本研究将以组织社会化理

论、AMO (ability-motivation-opportunity)理论和组

织公民行为的相关文献为基础, 探究员工组织公

民行为在组织社会化阶段相对长期的变化趋势。

同时引入动态比较分析技术, 以明晰不同群体(新

员工和工作变更员工)和不同维度的员工组织公

民行为变化趋势的异同。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挖

掘影响员工组织公民行为变化趋势的因素和可能

的作用边界, 以期为激发员工持续性高水平的组

织公民行为、减缓员工组织公民行为可能的下降

速率提供指导。综上, 本研究围绕以下三个研究

内容开展研究工作： 

3.1  研究 1：组织社会化视角下新员工和工作变

更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的动态变化趋势 

如前所述, 组织社会化的过程实质是不确定

性降低的过程, 不确定性降低理论在解释组织社

会化阶段个体行为随时间的变化方面发挥着重要

的作用。个体的不确定性产生于新的任务、新的

关系(如新领导、新同事或者新的供应商等)以及新

的环境(Zhu et al., 2016)。不论是新员工还是工作

变更员工在组织社会化和再社会化的初期阶段其

不确定性感知均处于较高的水平, 因为此时个体

所面临的情境都是未知的, 需要个体通过持续性

的学习和同化过程来减少这种未知性。而组织公民

行为作为有利于员工构建关系和获取信息的重要方

式, 能够帮助员工降低自身的不确定性感知, 提高

自身对环境的预测能力(Cooper-Thomas & Burke, 

2012)。可见, 组织公民行为在组织社会化过程中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 作为一种自发主动的

行为 , 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并非是一成不变的 , 

其会随着员工不确定性感知水平的变化而发生变

化。因此, 从不确定性降低的角度来分析, 员工的

组织公民行为在组织社会化和再社会化的初期阶

段将处于较高的水平, 然后随着自身不确定性感

知水平的降低而逐渐降低, 呈线性变化的趋势。 

虽然, 不确定性降低理论在解释组织社会化

阶段员工的行为变化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但

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方面, 不确定性降低

理论仅能解释员工行为的线性变化, 然而, 组织

社会化领域的主流研究思路认为员工的组织社会

化过程大多遵循非线性的变化模式, 如 U 性曲线

(Boswell et al., 2009; Valero & Hirschi, 2019)以及

学习曲线(Ashforth, 2012)等。同时一项针对组织

公民行为与组织任期的元分析发现, 员工的组织

公民行为与组织任期呈现出倒 U 型的曲线关系

(Ng & Feldman, 2010)。上述证据表明, 员工组织

公民行为在组织社会化阶段的变化更可能遵循非

线性的变化模式而不是线性变化模式。可见不确

定性降低理论并不能够准确地预测员工组织公民

行为在组织社会化阶段的变化, 需综合考虑其他

理论来进一步解释这一变化。另一方面, 不确定

性降低理论仅关注环境自身的变化对个体行为的

影响, 而忽视了个体自身的能动性在管理不确定

性中的作用。事实上, 个体参与组织公民行为的

能力、动机和机会会随着组织社会化进程的推进

而发生变化, 这些变化会进一步决定个体是否愿

意并能够降低环境的不确定性。可见, 除环境因

素外, 个体的能动性是解释员工行为变化的又一

重要的因素。综上, 为弥补不确定降低理论在理

解非线性关系和个体能动性方面的局限性, 本文

引入 ability-motivation-opportunity (AMO)理论来

进一步细化我们对员工组织公民行为变化的理解, 

以增强本研究对组织社会化过程的认识。 

AMO 理论指出, 能力、动机和机会这三者的

组 合 可 以 有 效 预 测 员 工 行 为 的 产 生 与 发 展

(Blumberg & Pringle, 1982)。其中能力指员工自身

所拥有的知识、技能等那些能够帮助他们展现特

定行为的能力; 动机指个体展现特定行为的意愿; 

机会指那些促进或抑制员工展现出特定行为的情

境/条件。通过对这三类因素的考察, 能够使我们

推断出员工行为展现的强度和持续性 (Hong & 

Gajendran, 2018), 从而帮助我们预测员工组织公

民行为在组织社会化阶段的变化。因此, 本研究

拟同时考虑不确定性降低理论和 AMO 理论来共

同解释员工组织公民行为可能的变化模式。 

如前所述, 当员工接触到新的任务、新的工

作方式或进入新的环境时, 员工的不确定性感知

将处于较高的水平。此时, 员工有很强的意愿通

过展现组织公民行为以降低自身的不确定性感

知。然而在组织社会化的起步阶段, 由于员工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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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展现组织公民行为所需的能力(如知识、技能等), 

即他们不了解如何以及怎样施展组织公民行为

(Methot et al., 2016), 同时由于员工还没有建立起

自身的社会网络, 他们缺乏获取信息以及支持的

途径, 因此, 没有机会展现出相应的组织公民行

为。可见, 在员工组织社会化和再社会化的起步

阶段, 员工虽然有很强的组织公民行为动机 , 但

缺乏展现组织公民行为所需的能力和机会, 从而

使其组织公民行为只能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 

随着组织社会化和再社会化进程的推进, 员

工对自身的角色需求开始明晰, 能够主动的寻求

信息、探索环境并和同事有更为深入的交互, 此

时员工逐步学习到在组织或工作岗位中该以何种

方式施展组织公民行为, 他们展现组织公民行为

所需的知识和技能逐步提升, 从而增强了他们施

展组织公民行为的能力。同时, 由于持续且频繁

的与同事和领导交流, 员工逐渐发展和扩大了自

身的社会网络, 能够获取更多的信息和支持, 从

而拥有更多展现组织公民行为的机会。此外, 在

这一阶段员工仍有较高的不确定性感知, 因此其

展现组织公民行为的动机仍处于较高的水平。综

上所述, 随着组织社会化和再社会化进程的推进, 

员工展现组织公民行为的能力和机会均会不断增

加, 同时员工仍然拥有较强的组织公民行为展现

意愿, 因此, 在这一阶段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会

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稳步增长。 

在组织社会化和再社会化的后期, 随着员工

不确定性感知的不断降低, 员工对企业/工作岗位

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 积累了大量的资源, 并发

展了较为完善的社会网络, 此时, 员工展现组织

公民行为的所需能力和机会均处于较高的水平。

然而随着不确定性程度的降低, 员工展现组织公

民行为的意愿逐步减弱。在此阶段员工虽然有能

力和机会但却没有意愿去展现组织公民行为, 故

组织公民行为水平在达到顶峰之后会逐步下降 , 

然后趋于稳定。综上, 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1：随着组织社会化和再社会化程度的

不断深入, 新员工和工作变更员工的组织公民行

为会呈现出先升后降的倒 U 型曲线模式。 

3.2  研究 2：组织社会化视角下员工组织公民行

为变化趋势的动态比较分析 

在明确组织社会化阶段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的

变化趋势后, 本研究拟进一步探究员工组织公民

行为在不同群体和不同维度间变化趋势的异同。 

不同群体员工组织公民行为变化趋势的动态

比较。本研究以组织社会化程度作为员工群体划

分的标准, 将员工划分为新员工和工作变更员工, 

这两类员工均会经历不同程度的组织社会化过

程。已有研究指出, 个体在组织社会化阶段所体

验到的不确定性程度会有所差异, 这是因为不同

程度的组织社会化或职业转变带给个体的冲击力

是不同的。对于那些经历较强冲击力的个体而言, 

其所体验到的不确定性和压力感相对较高, 此时

个体的调整周期相对较长, 且其行为的变化幅度

相对较大(Pinder & Schroder, 2001)。考虑到组织

社会化程度对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差异, 本

研究认为, 有必要对经历不同组织社会化程度的

员工进行区分, 以明晰组织社会化程度不同的员

工组织公民行为变化趋势的异同。与新员工相比, 

工作变更员工所体验到的不确定性和压力感相对

较小, 这是因为他们已经在组织中积累了一定的

资源, 构建了相应的社会网络并相对熟悉组织的

规章制度和隐性规则, 因而拥有相对较强的能力

和机会来施展组织公民行为, 并拥有较高的动机

来减少不确定性感知, 从而能够相对快速地适应

新的工作需求 , 经历相对较短的调整 /适应周期 , 

故其组织公民行为的变化幅度相对较小。已有研

究表明, 与新员工相比, 经历再社会化员工的行

为和认知的调整幅度通常更小(Pinder & Schroder, 

2001)。综上, 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2：与新员工相比, 工作变更员工组织公

民行为的变化率更小。 

不同维度划分下员工组织公民行为变化趋势

的动态比较。组织公民行为的研究发展至今已提

出了 30 多种不同类型的组织公民行为。由于时间

和精力有限, 本研究也无法关注所有类型的组织

公民行为。考虑到本研究侧重于从组织社会化的

视角 , 探究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的动态变化趋势 , 

因此, 选取了在组织社会化过程中员工较为看重

的风险性特征作为组织公民行为类型划分的标准, 

将组织公民行为划分为亲和行为和挑战行为。其

中, 亲和行为被认为是个体通过促进和支持已有

的工作流程并通过维持现有的人际关系来维持现

状的行为。而挑战行为被认为是个体通过质疑和

提升已有的工作流程来挑战现状的行为。研究表

明, 虽然员工会展现出不同类型的组织公民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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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每种类型的组织公民行为的展现意愿和多少

是不同的, 对有些类型的组织公民行为会有较强

的展现欲望, 如亲和行为; 而对另一些类型的组

织公民行为则表现出较少的兴趣 , 如挑战行为

(Settoon & Mossholder, 2002)。这一现象在组织社

会化阶段更为明显, 新员工和工作变更员工对不

同类型的组织公民行为有着更强烈的偏好性。因

此, 本研究认为有必要对不同类型的组织公民行

为进行区分, 以明晰风险性程度不同的组织公民

行为变化趋势的异同。 

具体而言, 经历组织社会化和再社会化的新

员工和工作变更员工均面临着较高的环境不确定

性和较强的压力感知 , 并存有一定程度的焦虑 , 

此时虽然这些员工可能有能力和机会针对某一问

题或现象提供较为独到的见解或发起变革, 但考

虑到这一行为有可能会破坏现有的人际关系, 招

来他人的反感 , 他们通常会选择沉默(Wesche & 

Teichmann, 2016)。相反, 由于亲和行为的风险性

较小, 且能够有利于员工构建人际关系, 获取相

应的信息和资源 , 并给他人留下好印象 , 因此 , 

无论是正在经历组织社会化的新员工还是正在经

历组织再社会化的工作变更员工均有意愿展现出

较多的亲和行为。因此, 对于同一个个体而言其

展现组织公民行为的能力和机会是相同的, 但对

于亲和行为和挑战行为的展现意愿是不同的, 即

亲和行为的展现意愿要远大于挑战行为的展现意

愿。同时考虑到员工亲和行为的展现意愿会随着

不确定性感知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而挑战行为因

其风险性特征不易受员工不确定性感知的影响 , 

因此在组织社会化和再社会化阶段, 员工亲和行

为的变化幅度要大于挑战行为的变化幅度。综上, 

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3：与风险程度较高的挑战行为相比, 无

论是新员工还是工作变更员工均会倾向于展现更

多的亲和行为, 且亲和行为在组织社会化和再社

会化阶段的变化率更大。 

3.3  研究 3：组织社会化视角下影响员工组织公

民行为动态变化趋势的解释变量及作用边界 

在明确组织社会化过程中员工组织公民行为

动态变化趋势及其比较差异后, 本研究拟进一步

探究影响员工组织公民行为变化趋势的解释变量

及作用边界以进一步明晰组织社会化阶段员工组

织公民行为变化的内在机理和边界条件。 

基于不确定性降低理论和 AMO 理论, 本研

究重点关注能力、动机和机会这三类变量对社会

化阶段组织公民行为变化的影响, 原因如下：首

先, 员工组织社会化/不确定性降低的过程其实质

是学习和同化的过程(Fang et al., 2011)。其中, 学

习过程强调个体对角色期望、工作任务和组织环

境的了解; 同化过程则重点关注个体的关系构建

和组织融合。因此, 与学习过程相关的信息获取、

任务特征和环境属性以及与同化过程相关的关系

建构 , 均会对个体的组织社会化过程产生影响 , 

进而影响组织社会化过程中个体组织公民行为的

表现。其次, 在考虑与学习和同化过程相关的变

量时, 本研究重点关注能力、动机和机会这三类

变量, AMO 模型指出只有同时考虑能力、动机和

机会这三类变量才能较为准确地预测员工的行为

表现。最后, 考虑到本研究探究的是组织社会化

阶段员工组织公民行为动态变化趋势的解释变量

和作用边界, 因此排除了状态类特征变量。虽然

状态类特征变量会影响个体的组织公民行为, 但

其影响效果较为短暂, 且在时间维度上并没有特

定的联系, 可见, 状态类特征变量无法有效预测

个体组织公民行为在组织社会化过程中相对长期

的变化趋势。相较于状态类特征变量, 特质类、

认知类以及环境类变量则相对稳定, 且具有连续

性(Jones & Shah, 2016), 故本研究仅关注特质、认

知及环境类变量。 

基于上述原因, 本研究具体考察如下变量：(1)

能力方面, 本研究关注与学习和同化过程相关的

能力, 即学习能力和关系建构能力作为组织公民

行为变化趋势的解释变量; (2)动机方面, 本研究

选取了与社会化过程密切相关的不确定性降低动

机以及与组织公民行为密切相关的行为动机(印

象管理动机、亲社会动机和关心组织的动机)作为

组织公民行为变化趋势的解释变量; (3)机会方面, 

本研究选取了任务互依性和变革型领导作为有助

于员工组织社会化阶段组织公民行为展现的情景

因素, 其中任务互依性是一种较为典型合作型任

务特征 , 而变革型领导是一种支持性的领导行

为。已有的静态研究表明任务互依性和变革型领

导 均 能 够 有 效 地 预 测 员 工 的 组 织 公 民 行 为

(Ganesh & Gupta, 2010; Sumi, 2014)。在这三类影

响因素中 , 能力类和机会类的因素均相对稳定 , 

故无需考虑其内在变化过程对员工组织公民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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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 而动机类因素则会随着员工内在或外在

条件的变化而发生变化进而影响员工组织公民行

为的变化, 因此, 需从动态性的角度对组织公民

行为动机的影响效果进行分析, 具体的研究内容

如图 1 所示。 

(1)学习能力对员工组织公民行为变化趋势的

影响 

学习能力是指个体为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 , 

不断地获取知识和信息, 以改善其认知及行为模

式 , 从而获得持续生存和发展的能力 (陈国权 , 

2008)。学习能力较强的员工在组织社会化进程中

能够展现出较多的信息获取和问题解决的技能 , 

这些技能有助于员工展现出相应的组织公民行为

以加速其社会化进程。具体而言, 信息获取技能

能够帮助学习能力较强的员工迅速了解在组织中

应该以及如何展现组织公民行为, 而对这一规则

的把握能够帮助和促进员工展现出相应的组织公

民行为 , 如亲和行为来有效的拓展其社会网络 , 

而社会网络的广度又有利于员工进一步获得与环

境和角色相关的信息(Thompson, 2005), 从而加

速其组织社会化进程。问题解决技能能够帮助学

习能力较强的员工在发现组织或工作中存在的相

应问题时展现出相应的挑战行为, 以主动的寻求

解决方案, 并及时指出现有的问题, 改善现有的

工作环境, 从而降低负面因素对组织社会化进程

的影响。此外, 学习能力较强的员工拥有较强的

自主性动机, 他们能够通过持续性高水平组织公

民行为的展现, 来适应环境的需求, 加速其组织

社会化进程, 从而导致其组织公民行为随着时间

的变化幅度较小。而学习能力较弱的员工适应环

境的能力较弱, 其不会主动地展现组织公民行为

来提升组织社会化进程 , 以降低环境的不确定

性, 因此其组织公民行为水平较低。同时, 由于

学习能力较弱的员工实施组织公民行为的能力

较弱 , 因此, 只有当环境中提供给员工展现组织

公民行为的相应支持时, 他们才能够展现出相应

的组织公民行为。可见, 学习能力较弱的员工, 组

织公民行为的展现与环境支持紧密联系, 从而导

致其组织公民行为的变化幅度较大。综上, 提出

如下假设： 

假设 4：学习能力对员工亲和行为和挑战行

为的均值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假设 5: 学习能力对员工亲和行为和挑战行

为的变化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图 1  员工组织公民行为动态变化趋势的影响因素和作用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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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系建构能力对员工组织公民行为变化趋

势的影响 

关系建构能力是指个体致力于与他人建立并

维持良好的关系 , 注重亲密他人的看法和意见 , 

并能够实现与亲密他人和谐共处的能力 (Cross 

et al., 2000)。由于关系建构能力较强的员工注重

构建和维持与他人的关系, 并能够实现与他人的

和谐共处, 因而在组织社会化进程中, 会较多地

展现那些能够发展和维持自身社会网络的组织公

民行为, 如亲和行为, 较少地展现那些可能会破

坏已有的人际关系, 带来人际冲突的组织公民行

为, 如挑战行为。同时, 由于关系建构能力较强的

员工拥有较强的关系建构和维持的能力, 他们能

够通过持续性的、高水平的亲和行为的展现来维

持和构建关系, 从而其亲和行为随时间的变化幅

度较小。与风险性较低的亲和行为相比, 关系建

构能力较强的员工能够通过自身关系构建和维持

的技巧来减少挑战行为所带来的人际风险, 因而

其挑战行为随时间的变化幅度也较小。而对于关

系建构能力较弱的员工而言, 关系建构和维持对

于他们来说困难重重, 因此, 他们不会刻意地去

构建和维持关系。他们只有在迫不得已时, 才会

表现出较多的亲和行为以构建和维持关系。可见, 

关系构建能力较弱的员工, 亲和行为的展现与自

身对关系的需求密切相关。由于这一需求的变化

幅度较大 , 导致亲和行为随时间的变化幅度较

大。与此同时, 关系建构能力较弱的员工无法很

好的处理挑战行为可能带来的关系冲突 , 因此 , 

关系建构能力较弱的员工挑战行为的展现仅会出

现在特定的情形下, 如确认该挑战行为不会破坏

现有的人际关系。由此可见, 关系建构能力较弱

的员工的挑战行为的展现与环境线索密切相关 , 

换句话说, 关系建构能力较弱的员工挑战行为随

时间变化的幅度较大。综上, 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6：关系建构能力对员工亲和行为的均

值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假设 7：关系建构能力对员工挑战行为的均

值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假设 8: 关系建构能力对员工亲和行为和挑

战行为的变化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3)组织公民行为动机对员工组织公民行为变

化趋势的影响 

由前所述, 组织社会化的过程其实质是不确

定性减少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个体的不确定性

降低动机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虽然研究一和研究

二已详细论述了个体如何通过展现组织公民行为

来降低不确定性, 但在这两个子研究中均未直接

测量个体的不确定性降低动机, 而是将个体降低

不确定性的动机视为默认的情境。为证实个体在

组织社会化阶段确实存在降低不确定性的动机 , 

本研究在研究三中引入不确定性降低动机作为组

织社会化视角下员工组织公民行为动态变化趋势

的重要解释变量。同时, 根据研究一和研究二的

推导过程, 可以发现当员工感知到较强的环境不

确定性时, 会通过展现出更多的组织公民行为来

降低这一不确定性, 可见员工的不确定性降低动

机会能够促进其组织公民行为的产生。 

此外, 作为一种自主决定的行为, 员工组织

公民行为的产生也和其行为动机有密切的关系 , 

已有研究表明, 员工展现组织公民行为的动机可

以分为三个方面：印象管理动机、亲社会动机和

关心组织的动机(Rioux & Penner, 2001)。其中印象

管理动机是指员工努力塑造自身的正面形象, 以

获得回报的愿望。亲社会动机是指员工渴望与组

织中的其他成员建立和维持一种积极关系的倾

向。关心组织的动机是指员工希望组织利益最大

化的愿望。已有研究表明个体在实施组织公民行

为时具有多重动机, 且这些动机会随着时间的推

移而发生改变(Kim et al., 2013), 即具有时间动态

性, 因此, 需从动态性的视角考察员工组织公民

行为的多重动机对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 

印象管理动机是个体维持积极形象的需求 , 

常产生于个体需要获取物质或社会资源的情况下

(Rioux et al., 2001), 如组织社会化过程。在组织社

会化阶段员工通常希望给他人留下好印象以构建

关系, 获取信息来减少自身的不确定性感知 , 以

快速的融入并适应新的环境。在这一过程中员工

亲和行为的展现有利于向他人展示自身的奉献和

助人精神, 而挑战行为的展现有利于向他人展示

自身的能力, 这些行为的展现不仅能够帮助个体

获得更好地外在评价而且能够给个体带来更高地

绩效水平, 因此印象管理动机能够促进员工组织

公民行为的展现。 

亲社会动机能够使个体产生帮助他人及为他

人奉献的想法并付诸行动(Rioux et al., 2001)。在

组织社会化阶段, 亲社会动机能够使个体更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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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他人的需求, 并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给

予他人情感和行动上的关怀。此时, 亲和行为的展

现不仅能够满足个体亲社会动机的需求, 而且能够

加速个体在组织社会化阶段的同化过程, 使个体尽

快融入到组织中, 从而减少个体的不确定性感知。

可见亲社会动机能够促进员工亲和行为的产生。 

关心组织的动机能够使员工产生帮助组织的

想法并付诸行动(Rioux et al., 2001)。在组织社会

化阶段, 关心组织的动机能够使个体将自身的发

展与组织的发展联系起来, 在识别出工作或组织

中存在的问题或可以改进的地方时, 员工会主动

的展现出挑战行为以帮助组织解决问题或改进工

作方式, 以使组织更好地发展。可见关心组织的

动机能够促进员工挑战行为的产生。 

此外, 考虑到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的动机并不

是相互排斥的而是可以同时共存的 (Kim et al., 

2013), 只不过在不同时期所占据的主导地位不同

而已。如在员工组织社会化初期, 员工的不确定

性降低动机和印象管理动机可能占据了主导地位, 

此时员工倾向于展现出较高水平的组织公民行为

来获取信息 , 构建关系以树立自身良好的形象 , 

降低环境的不确定性。随着员工组织社会化程度

的加深, 员工的不确定性感知逐渐减弱, 且对组

织内部的个体和组织本身都有了更强的情感依附

和承诺, 此时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的展现可能更加

依赖于员工的亲社会动机和关心组织的动机。可

见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的动机会随着个体及环境的

发展而不断变化, 而员工组织公民行为动机的变

化又会进一步影响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的变化, 因

此员工组织公民行为动机的变化率会显著影响员

工组织公民行为的变化率。综上, 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9：不确定性降低动机和印象管理动机

对员工亲和行为和挑战行为的均值有显著的正向

影响; 亲社会动机对员工亲和行为的均值有显著

的正向影响; 关心组织的动机对员工挑战行为的

均值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假设 10：不确定性降低动机和印象管理动机

的变化率对员工亲和行为和挑战行为的变化率有

显著的正向影响; 亲社会动机的变化率对员工亲

和行为的变化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关心组织动

机的变化率对员工挑战行为的变化率有显著的正

向影响。 

(4)任务互依性对员工组织公民行为变化趋势

的影响 

任务互依性是员工在完成工作任务的过程中

对相关信息、资源和成员支持的依赖程度(Bishop 

& Scott, 2000)。高任务互依性的情境对员工的信

息搜集与获取以及关系的构建都提出更高的要

求。这是因为在高任务互依性的情境下, 员工间

相互依赖的程度较高, 他们彼此均需通过从其他

成员处获取相应的信息、资源和支持才能完成工

作目标。这就是说, 员工为完成规定的任务, 与其

他员工间的信息交换会更为频繁、行动配合更为

紧密, 这就为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的展现创造了条

件。员工亲和行为的展现有利于员工构建自身的

社会网络, 增强与他人间的亲密关系, 从而能够

满足任务互依性情境对员工间协作的需求; 而员

工挑战行为的展现有利于员工获取相应的信息 , 

促进自身和他人更好的完成工作任务, 从而能够

满足任务互依性情境对高水平任务绩效的要求。

可见, 高任务互依性的情境能够促进员工亲和行

为和挑战行为的展现。同时, 由于高任务互依性

的情境对员工信息搜集与获取以及关系构建的高

要求, 员工不得不通过持续性的、高水平的组织

公民行为(包括亲和行为和挑战行为)的展现来完

成工作任务。因此, 在高任务互依性的情境下, 员

工组织公民行为的变化幅度较小; 而在低任务互

依性的情境下, 员工通过自身的努力便可以完成

工作目标, 此时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只有在员工

产生内在需求时(如需要获取某些资源来完成任

务)才会展现, 而员工内在需求的波动幅度较大。

因此, 在低任务互依性的情境下, 员工组织公民

行为的变化幅度较大。综上, 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11：任务互依性对员工亲和行为和挑战

行为的均值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假设 12：任务互依性对员工亲和行为和挑战

行为的变化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5)变革型领导对员工组织公民行为变化趋势

的影响 

变革型领导被认为是领导者通过自身的领导

感召力、领导魅力、智力激发和个性化关怀等, 使

员工意识到承担责任和任务的重要性, 激发员工

高层次的需求, 从而使员工最大限度的发掘自身

潜力以取得高水平的绩效表现(Judge & Piccolo, 

2004)。高变革型领导所拥有的领导感召力、领导

魅力、智力激发和个性化关怀等为员工组织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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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的展现创造了机会。具体而言, 在组织社会

化过程中, 高变革型领导能够通过愿景激励、个

性化关怀等向员工传达组织的目标, 关心并帮助

员工适应工作, 以减少员工对环境的不确定性感

知。与此同时, 员工也能够将自身的发展与企业

的发展相联系, 提高自身对企业的依附性, 并出

于互惠因素的考虑, 会表现出更多的亲和行为以

回报企业。同样, 高变革型领导能够通过智力激

发和理想化影响力等鼓励员工挑战现状, 采用新

颖的方式解决问题等来激发员工的挑战行为, 以

减少不确定性对员工挑战行为的阻抑作用, 促使

员工表现出更多的挑战行为。因此, 在高变革型

领导的情境下, 员工能够持续地感受到主管领导

提供的支持与帮助, 因而倾向于持续地展现其组

织公民行为。换句话说, 在高变革型领导的情境

下, 员工组织公民行为随时间变化的幅度不大。

相反, 由于低变革型领导的情境并没有为员工组

织公民行为的产生提供相应的资源和支持, 因而

很难激发出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员工只有在产

生内在需求时, 如需要获取某些资源来完成任务

等, 才会展现出相应的组织公民行为。鉴于员工

的这种需求波动较大, 导致员工组织公民行为随

时间的变化幅度较大。综上, 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13：变革型领导对员工亲和行为和挑战

行为的均值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假设 14：变革型领导对员工亲和行为和挑战

行为的变化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6)组织公民行为动机的中介作用 

作为一种员工自主决定的行为, 员工组织公

民行为动机(不确定性降低动机、印象管理、亲社

会和关心组织的动机)是员工组织公民行为产生

最直接的原因, 而能力(学习能力和关系建构能力)

和机会(任务互依性和变革型领导)作为较为远端

的影响因素, 能够通过影响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

动机进而影响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如能够与他

人建立良好的关系, 注重亲密他人的看法和意见

的关系建构能力能够通过提升员工的亲社会动机

进而影响员工亲和行为的表现; 再如高任务互依

性的环境能够通过激发员工亲社会动机和关心组

织的动机进而影响员工的亲和行为和挑战行为 , 

这是因为高任务互依性的情境为员工的关系建构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这就激发了员工帮助他人及

为他人奉献的想法并付诸行动, 以满足任务互依

性情境对员工间协作的需求。同时在高任务互依

性的情境下, 员工间相互依赖的程度较高, 此时

员工自身的任务绩效与他人及团队任务绩效息息

相关, 这就使得员工更容易产生关心组织的动机, 

以促进自身和他人更好地完成任务。综上, 提出

如下假设： 

假设 15：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动机在能力与

组织公民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 

假设 16：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动机在机会与

组织公民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 

(7)能力与机会的交互效应对员工组织公民行

为动机与组织公民行为关系的调节作用 

AMO 理论指出, 只有在同时考虑能力、动机

和机会这三类因素时才能准确地预测员工行为的

产生与发展。作为一种员工自主决定的行为, 员

工的组织公民行为动机相较与其他因素(如能力

和机会)在员工组织公民行为展现的过程中起到

了关键性的作用(Kim et al., 2013), 因此本研究以

员工组织公民行为动机对员工组织公民行为变化

趋势的影响作为主效应, 而将能力和机会作为调

节变量处理。具体而言, 员工的能力越高、展现

组织公民行为的机会越多, 员工组织公民行为动

机对组织公民行为的正向影响越强; 相反, 若员

工能力越弱、展现组织公民行为的机会越少, 员

工组织公民行为动机对组织公民行为的正向影响

越弱。可见员工能力和机会的交互效应能够调解

员工组织公民行为动机对组织公民行为的正向影

响效果。综上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17：员工能力与机会的交互效应调节了

组织公民行为动机与组织公民行为之间的正向关

系, 即当员工的能力越强且展现组织公民行为的

机会越多时, 员工组织公民行为动机对组织公民

行为的正向影响越强。 

4  理论建构 

基于  AMO 理论和不确定性降低理论 , 本研

究系统探究了(1)员工在组织社会化阶段组织公民

行为的动态变化趋势、(2)不同群体和不同类型的

员工组织公民行为变化趋势的差异、(3)员工组织

公民行为动态变化趋势的解释机制及边界条件 , 

为培养和激发员工持续性高水平的组织公民行为

提供可参考的理论框架。接下来, 本研究将具体

论述理论模型的三个核心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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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基于 AMO 理论, 阐明了员工组织社会

化阶段组织公民行为相对长期的变化趋势。组织

社会化的过程实质是不确定性降低的过程, 不确

定性降低理论在解释组织社会化阶段个体行为随

时间的变化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Zhu et al., 

2016), 但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方面, 不确

定性降低理论仅能解释员工行为的线性变化, 然

而, 组织社会化领域的主流研究思路认为员工的

组织社会化过程大多遵循非线性的变化模式, 如

U 性曲线(Boswell et al., 2009; Valero & Hirschi, 

2019)以及学习曲线(Ashforth, 2012)等。另一方面, 

不确定性降低理论仅关注环境自身的变化对个体

行为的影响, 而忽视了个体自身的能动性在管理

不确定性中的作用。为弥补不确定降低理论在理

解非线性关系和个体能动性方面的局限性, 本研

究引入 ability-motivation-opportunity (AMO)理论, 

从能力、动机和机会三个方面来细化我们对员工

组织公民行为曲线变化过程的理解。具体而言 , 

在组织社会化初期, 员工缺乏展现组织公民行为

所需的能力(Methot et al., 2016), 同时由于员工还

没有建立起自身的社会网络, 他们缺乏获取信息

以及支持的途径, 因此, 没有机会展现出相应的

组织公民行为, 故其组织公民行为处于较低的水

平。随着组织社会化进程的推进, 员工展现组织

公民行为所需的知识和技能逐步提升, 员工逐渐

发展和扩大了自身的社会网络, 能够获取更多的

信息和支持, 从而拥有更多展现组织公民行为的

机会。并且为降低不确定性, 员工展现组织公民

行为的动机也较强, 因此, 在这一阶段员工的组

织公民行为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稳步增长。在组

织社会化的后期, 员工展现组织公民行为所需的

能力和机会均处于较高的水平。然而随着不确定

性程度的降低, 员工展现组织公民行为的意愿逐

步减弱, 故组织公民行为水平在此阶段会逐步下

降, 然后趋于稳定。 

第二, 构建了不同群体和不同维度划分下员

工组织公民行为动态变化趋势的比较模型。由于

不同程度的组织社会化带给个体的冲击力是不同, 

因此, 个体在组织社会化阶段所体验到的不确定

性程度会有所差异。对于那些经历较强冲击力的

个体而言, 其所体验到的不确定性和压力感相对

较高, 此时个体的调整周期相对较长, 且其行为

的变化幅度相对较大(Pinder & Schroder, 2001)。

与新员工相比, 工作变更员工所体验到的不确定

性和压力感相对较小(Pinder & Schroder, 2001), 

这是因为他们已经在组织中积累了一定的资源 , 

构建了相应的社会网络并相对熟悉组织的规章制

度和隐性规则, 因而拥有相对较强的能力和机会

来施展组织公民行为, 并拥有较高的动机来减少

不确定性感知, 从而能够相对快速地适应新的工

作需求, 经历相对较短的调整/适应周期, 故其组

织公民行为的变化幅度相对较小; 针对不同维度

划分下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的研究, 本文选取了在

组织社会化过程中员工较为看重的风险性特征作

为组织公民行为类型划分的标准, 将组织公民行

为划分为亲和行为和挑战行为。虽然员工会展现

出不同类型的组织公民行为, 但对每种类型的组

织公民行为的展现意愿和多少是不同的, 对有些

类型的组织公民行为会有较强的展现欲望, 如亲

和行为; 而对另一些类型的组织公民行为则表现

出较少的兴趣, 如挑战行为(Settoon & Mossholder, 

2002), 这一现象在组织社会化阶段更为明显。具

体而言, 经历组织社会化和再社会化的新员工和

工作变更员工均面临着较高的环境不确定性和较

强的压力感知, 并存有一定程度的焦虑, 此时虽

然这些员工可能有能力和机会针对某一问题或现

象提供较为独到的见解或发起变革, 但考虑到这

一行为有可能会破坏现有的人际关系, 招来他人

的反感, 他们通常会选择沉默(Wesche & Teichmann, 

2016)。相反, 由于亲和行为的风险性较小, 且能

够有利于员工构建人际关系, 获取相应的信息和

资源 , 并给他人留下好印象 , 因此 , 无论是正在

经历组织社会化的新员工还是正在经历组织再社

会化的工作变更员工均有意愿展现出较多的亲和

行为。 

第三, 基于 AMO 理论, 本研究进一步揭示了

组织社会化阶段员工组织公民行为动态变化趋势

的解释机制及边界条件。由前所述, 先前对员工

组织公民行为动态性的研究, 主要基于经验取样

法, 以相对短期的时间跨度作为员工组织公民行

为动态性研究的基础。由于方法上的局限性, 导

致先前对员工组织公民行为动态性的解释机制主

要集中于状态类特征变量 , 如情感、情绪等

(Methot et al., 2016)。虽然状态类变量会影响员工

的组织公民行为, 但影响效果较为短暂, 且在时

间维度上没有特定的联系, 因此, 状态类特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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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无法有效地解释员工组织公民行为在较长时间

内的变化趋势。与个体状态类特征变量相比, 个

体的特质、认知以及环境特征类变量则相对稳定, 

且具有连续性(Jones & Shah, 2016), 因此, 本研

究从个体能力、动机及机会这三类特征类变量出

发, 解释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相对长期的变化趋势

和作用边界, 为组织公民行为相对长期的变化趋

势提供一个整合的解释框架。具体而言, 员工的

能力(学习能力和关系建构能力)、动机(不确定性

降低动机、印象管理动机、亲社会动机和关心组

织动机)和机会(任务互依性和变革型领导)均能够

影响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的变化性, 同时, 能力、动

机和机会这三者的交互效应对员工组织公民行为

动态性的解释能力最强。 

通过构建以上的理论体系, 本研究将在以下

几个方面做出贡献： 

研究视角方面：本研究将组织社会化视角整

合进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的动态研究之中, 以组织

社会化理论作为员工组织公民行为变化的依据 , 

以组织社会化程度作为群体划分的标准, 将员工

划分为新员工和工作变更员工, 分别探讨不同类

型员工群体的组织公民行为的变化趋势及其影响

因素和作用边界, 在研究视角方面具有较强的创

新性。现有针对员工组织公民行为动态性研究的

文献大多以情绪或情感类视角作为研究的基础

(Methot et al., 2016), 缺少对员工组织社会化过程

的关注。事实上, 员工的组织社会化过程是员工

进行自身价值观、身份和行为等学习和重建的过

程, 持续时间相对较长, 对员工的行为和认知等

产生的冲击力相对较大, 因此, 将组织社会化理

论整合到组织公民行为的研究中, 从组织社会化

过程的视角, 探究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的动态变化

趋势是对现有研究的有益补充。 

研究方法方面：虽然在 90 年代初已出现了与

动态性有关的理论研究, 但动态分析技术的发展

却大大滞后于理论的演进。现有关于动态分析的

方法大多针对于线性关系, 探讨某一变量的初始

值或增长率对于另一变量初始值或增长率的影

响。而针对曲线变化的动态分析方法较少, 特别

是在曲线变化率和量级方面的动态比较分析方法

仍处于空白阶段, 导致现有的动态研究相对局限, 

理论无法继续深入发展。本研究拟结合数学领域

的微积分和组织行为学领域的动态分析方法, 将

已有的线性动态比较分析技术拓展到曲线动态比

较分析领域, 以探究员工组织公民行为在不同群

体和不同维度划分下变化趋势的异同, 这不仅完

善了现有的动态分析技术, 而且为动态差值模型提

供了实证支持, 在研究方法上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研究内容方面：本研究通过引入相对稳定且

具有时间动态性的变量作为员工组织公民行为变

化趋势的解释变量和边界条件, 使得本研究在探

索员工组织公民行为变化趋势的形成机制和作用

边界方面具有一定的创新性。现有对员工组织公

民行为动态性的研究大多关注情感、情绪等状态

类变量对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虽然状态类

变量会影响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 但影响效果较

为短暂, 且在时间维度上没有特定的联系, 因此, 

状态类特征变量无法有效地解释员工组织公民行

为在较长时间内的变化趋势。与个体状态类特征

变量相比, 个体的认知、特质以及环境特征类变

量则相对稳定(Jones & Shah, 2016), 且具有连续

性, 因此, 能够更好地解释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相

对长期的变化趋势和作用边界。同时现有对组织

公民行为的动态研究缺乏统一的解释框架, 本研

究通过引入 AMO 理论, 探究能力、动机和机会这

三类相对稳定且具有时间动态性的变量对员工组

织公民行为变化趋势的解释效力, 为组织公民行

为的动态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持, 从而深化了组织

公民行为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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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ing the trajectories of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and its 
mechanism from the organizational socialization perspective 

ZHANG Liangting1, WANG Bin2, FU Jingtao1 
(1 Management School of Hainan University, Haikou 570228, China) 

(2 School of Management,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China) 

Abstract: The highly competitive and uncertain external environment requires higher levels of 

organizational flexibility and adaptability. Therefore, organizations and scholars have paid more attention 

than ever to employee’s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OCB), as it can improve viability, 

competitiveness, and performance of the organization. Although scholars have exerted considerable efforts 

to investigate OCB, the dominant approach in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frames OCB as a relatively stable 

variable, omitting a dynamic understanding of OCB in the workplace. From the organizational socialization 

perspective, the current study particularly focuses on how OCB changes over time in newcomers’ or job 

changers’ organizational socialization processes as well as its associated mechanism and boundary 

conditions. This study contributes to a comprehensiv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how to motivate employees 

to continuously show higher levels of OCB. 

Key words: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dynamic, organizational socialization,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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